7/27 INSPORTSRATION動見座談會
胡朝聖：
今天邀請到的這些藝術家，他們的作品在我的觀察當中，或多或少都跟運動有一些關聯，也因為他們的作品豐富了整個展覽的面向，尤其在台灣來講，把運動當成一種美學形式來呈現的藝術作品，其實不多，但是我認為卻可以很深刻的去反應台灣當代環境的現況，他們所探討的議題當然也都不同，比方說余政達，他所探討的就是偏消費文化裡面的投射，陳擎耀的話就是跟國家的集體意識有關，尤其是日本在殖民台灣的時候，所留下來的國民健康操，怎麼樣深刻地去訓化我們的身體，去建造一種集體國家主義的部分，從他的作品當中也非常生動活潑的呈現出來，那再來陳萬仁，萬仁他這次將錄像的作品做了很大的突破，就在於他過去的作品都是平面錄像的裝置，這是第一次他把錄像作品結合裝置和現成物呈現出來，我覺得可以先由他們的作品來跟大家聊聊，待會可以再來討論，運動在這個當代社會當中，怎麼去彰顯出這個時代某種身份認同的問題，以及運動能不能成為藝術家的另外一種分身，身份跟分身這個議題，我想今天我們可以多聊聊。
我們先從萬仁開始，聊聊這次作品的想法。
陳萬仁：
這次收到朝聖邀請來就在展出這件作品，我自己覺得蠻難得的，因為這一件作品，其實是我去年八月到十二月在紐約駐村，在駐村結束的時候會有一個發表，那時候整個藝術村大概有40個藝術家，要在這段駐村的期間做一個發表，在那個場域裡面，你發現非常多國際藝術家跟你同台一起展示作品，其實這對台灣藝術家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因為在那個場合裡面，很容易被其他人看到，但我駐村的時間其實蠻短的，只有短短的四個月，我在適應那邊的環境跟文化各方面已經很吃力了，包括語言溝通這個部分也是，更何況要再做一件新的作品，這對我來說是一個蠻大的挑戰，我其實自己本身的身份是體保生，我是透過打籃球這個管道，進入到大學，我曾經可以是個職業運動員，但後來我的系所是美術系，所以我接觸的是純美術，我在學習的過程裡面慢慢的發現自己對藝術在自我生涯裡面是比較重要的，因為如果做為一個運動員，他的職業生命可能就很短暫，但是我做為藝術家，可以做很久做到年老，所以我才決定做藝術，前面講的這些前後因果關係，因為我本身是一個運動員的身份，血液裡面就有一種喜歡對決、對抗的心態，導致我在紐約的時候，我覺得我不能輸，我也不想輸，這是運動員最基本的態度，當然最後很順利地做出這個作品實驗性的第一個版本，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突破，剛一直介紹說其實我以往的作品就是一個銀幕，或者是一個單純投影的方式呈現在畫廊或是美術館，這次的轉變，為什麼我會開始使用到空間，是因為如果你是做錄像藝術家，頂多就是出去拍或是你有想法有腳本然後去執行，但是工作的狀態最後還是會回到家中的電腦前，開始剪接去完成作品，對我來說有一個很大的轉變就是，我沒有需要工作室這件事情，但我到紐約駐村的時候，他們就給了每一位藝術家一間工作室，前三個月我真不知道這間工作室我到底要幹嘛，我只知道我要去我的駐村單位交朋友，但實際上我對於如何使用一個空間，根本沒有概念，因為我以前的創作模式跟系統幾乎沒有考慮到空間的部分，這件新作品我就是去思考，如果我非得去使用這個空間的時候，它變成是一個提問，我向我自己提問，如果有一個空間給我使用，那我該怎麼運用，所以這個想法就慢慢的出來了，剛好我的駐村單位有一個樓梯，我發現光打在樓梯上面，那個光影特別迷人，這時候你還不知道任何結果，或是作品的下一步是什麼，但你已經知道那個影像跟情境是蠻迷人的，那我開始嘗試想像如果有一個人在那大樓上面幹嘛，好像很有趣，這是我初步的概念，也因為一次機會跟朝聖碰了面，然後他問我最近有沒有新作品，我就拿手機給他看，之後他就跟我聯絡，告訴我他有一個想法，想要做一個有關於運動的展覽，當時我就非常高興，關於我作品的想法我先聊到這邊，待會可以深入的了解。
胡朝聖：
我覺得非常有趣就是做展覽其實像在吃巧克力一樣，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味道是什麼，這些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朋友或者知識的一些來源，常常跟他們在聊天，每個都帶給我很多的啟發，尤其剛萬仁講到的，在這場展覽裡面，有兩位藝術家過去都是運動員，除了萬仁以外，另外一位印度藝術家過去是足球員，我就在想說，因為是運動員，所以對自己的身體有很多高度的敏感度，對於身體的每一個動作、關節都能在瞬間做判斷和決定，我認為在這個上面跟藝術家在創作去認識自己的這個部分，其實是非常接近的，那運動員變成藝術家是我過去沒思考過的，但是在他們的作品當中，似乎覺得這樣的轉變其實是再自然不過，他們用微觀的方式去觀看自己，在運動員的身體裡面，自然而然就會有這種習慣跟訓練，那他剛也提到的是，對於運動員的訓練其實就像一種格鬥，一直在對抗的過程，就像我們生命的狀態，其實生命就是一種搏鬥，所以從他的作品裡面，似乎也隱約可以看到他對於生命的探索或是不可改變的現況，不斷的去嘗試，清楚的反映了這樣子的狀態。
那提到身體，我特別想問擎耀，擎耀過去以來他的作品都是跟平面、攝影和擺拍有關係，去年他在藝術家博覽會的時候，展出了第一件他在日本駐村的時候所做的作品，那擎耀要不要跟大家聊聊，為什麼會選擇用國民健康操，我覺得有趣的是國民健康操跟我們在地台灣人民有太多的連結，而這樣子的關係，是來至於我們慢慢被內化的生命經驗，可是我們可能從來沒去思考過，為什麼要做國民健康操，從這件作品當中，他以錄像作品去拉開了歷史的深度，來至於地緣政治學上面日本、台灣跟韓國之間的關係，擎耀要不要跟大家聊一下。
陳擎耀：
我最近的作品其實都在做運動，包含這件作品跟另外一件擺拍的戶外運動，那差別就是一個是喜歡的一個是討厭的，這剛好是我的記憶，其實我很多作品都是從記憶中去擷取的，現在大家看到的國民健康操是小時候的記憶，那另外一個是去洛杉磯駐村的時候，什麼都玩，爬山、泛舟，然後回來做的新作品，那今天先談國民健康操，那是我在福岡亞洲美術館駐村的時候，結束時也會舉辦一個發表展覽，一開始就要你去構想你要做什麼，剛開始去的時候，我真的沒什麼構想，那因為剛到，很無聊所以睡不著，早上又特別早起，一早就到公園閒晃，他們公園六點整就會開始放音樂，就看到有人開始做操，所以它蠻有趣的，因為日本戰前，小學生就會集體，但後來民主化之後他們就比較少，我們說的國民健康操、收音機體操有一度在戰前被視為軍禍主義的愉虐，被禁止傳播的，像我們小時候的記憶就是早上在學校就開始做，日本不是，他們是放假的時候做，所以我看到這個景象我覺得很有趣，又聽到那個音樂我就更熟悉，又加上之前全聯也有這樣的廣告，當我聽到那個音樂我就會不由自主的跟著跳，好像被制約了，即便這是小時候不好的記憶，可是它還是變成你身體的記憶，我覺得這個現象很有趣，所以當時就跟我的駐村單位說我要拍這個東西，然後找完全沒有接觸過這個體操的外國人來做，因為如果找有這經驗的人來做，就會變成真正的體操，要找一些沒做過的人然後一次來，所以我的駐村單位就想辦法去幫我聯絡，找一些外國人來做這樣的系列，所以影片裡面的外國人就有點感覺笨笨的，因為事先沒有去排演，那種感覺就很有趣，他們抓不到那個節奏，試圖一直要跟隨著你，當時我為了要做這個還去買了參考書，在日本找到了收音機體操的參考書，裡面有介紹歷史，書中最後一篇講到說，收音機體操在台灣跟韓國也有，後來去查，真的這三個國家都還有，但形式不太一樣，台灣的話，現在有新式的體操，舊式的音樂是很軍國主義的進行曲，韓國的音樂也是，很激昂的音樂，所以我想說乾脆做大一點，可以比較這三個國家的狀況，但這次展的其實不是完整版，只有兩個版本，還有一部要去韓國拍，然後到台灣拍的時候，其實我想了很久，一直在掙扎那所謂的國際，因為作品名稱叫國際收音機體操，到底該找哪國人來拍，後來想一想乾脆都找非洲人來好了，因為我們台灣的邦交都只有非洲而已，我們應該算是中南美國家或是非洲國家吧，我們在亞洲國家都沒有什麼邦交國，而且我們的外交部好像有點那種敦睦邦誼的系統，台灣就會有很多非洲留學生來，之後就去連絡請他們來，才會有這系列的作品，其實後來選擇中正紀念堂也有點意思在講這樣的東西，除了講威權之外，也包含了政治的意涵，拍攝當時也沒有排演，他們一直跟著我的節奏在走，其實我們對待非洲國家也是企圖用這種方式，比方說叫他們在聯合國大會上說台灣是一個國家，請他們當打手然後付錢給他們，這跟我在這件作品當中做的是一樣的事情。
胡朝聖：
我覺得可以看到這件作品它非常的簡單，但它又一直不斷的去彰顯出這種運動的荒謬性，那個荒謬來至於，比方說剛提到軍國主義的某種愉虐，一直的殘存像個幽靈一樣，還是在這個地方存在著，苟延殘喘著，另外一個部分當然也提到就是說，我們台灣國際的現實與荒謬，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意思的，像我們跟國際之間的關係，我們跟所謂的國際，這些非洲邦交國家的關係，很多時候是政治上面的努力，那種努力跟金錢的交易有很大的關係，那這金錢的交易忍不住回到台灣現在這個環境當中，消費文化無所不在，所看到的新聞每個都是假的，一直不斷的傳達出某些訊息，讓我們被這些大眾消費文化的訊息給制約，最後不外乎是希望我們去大量的消費，那這個消費跟身體之間的關係，從這次政達的作品當中，可以很清楚的表現出來，那這個作品他在做的時候，是今年初我在跟政達聊，那時候我去日本看黃金町展覽的時候，我看到他在那邊做了一件有關有氧舞蹈的作品，當時我覺得這件作品是不是有可能跟這個展覽做一個結合，當然還是希望藝術家在參與這次展覽的時候，能夠做出新的作品，所以政達就開始去構思，構思的過程當中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發生，我們請余政達跟大家聊聊，你怎麼去做這個作品。
余政達：
因為我大部分都是做錄像，這是我第一件用攝影的形式去拍攝，那剛朝聖說的那件作品，它叫形容詞舞蹈，那件作品的構思其實是從看電視的時候，現在不是有很多集體排舞的影片，所以那件作品我就找了兩位專業的舞蹈老師，然後我給他們的指令其實是跟形容詞有關的，因為形容詞本身就是去形容別的東西，所以我借用了某種娛樂性，跟之前我比較多去討論跟語言有關的議題，去做一個串聯，那時候朝聖來講那件作品的時候，之後我又想出了新的東西，然後我就在想這兩件作品的關聯性，當初聽到策展論述讓我去發展的時候，我就說我之前有想過要做兩個帥氣的男模，就是說形象化這個東西，在當代商業產業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運動的話也讓我想到運動員也是代表國家的一種象徵，相對來說他們背後的產值又是更大的，就像我們知道日本打棒球的運動員，最大的收入不再於打球這件事，而是它身上帶著很多的Logo，或者除了這個Logo之外他接了多少廣告，這才是他最大的收益，就是說運動員卸下了運動這件事情，他就是一個icon，我透過這樣的狀況去強調說，其實我們是認同了他這個人的標誌，在來是說，運動員的身體在當代來說，身體的美是一個標準，又有點像是模特兒一樣，它變成美的評斷的標準，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好啊，透過朝聖那邊認識的經紀公司，找到了兩位外國的模特兒，我特別去挑選外國這件事情，其實也是一個討論政治現實的一種情境，就是說東方人去看西方人的身體本身就有某種慾望的存在，它有可能是某一種現實或是階級，我們對於西方臉孔很深的輪廓特殊的髮色這些東西，它本來就是一個慾望的想像，所以這件作品一開始我就鎖定是外國人模特兒，然後經過了幾次面試之後，我就找到了一位專業攝影師，開始去拍，但是你看到後面那張照片的時候，其實它跟一般在拍的時尚方式又不太一樣，我們要試圖誘導模特兒進入到一個不是很帥的姿勢的一個情境，我們大概拍了三個小時，前面怎麼拍都不對，因為太帥了，但太帥了這並不是我們希望達到的那種效果，所以我們嘗試了很多，最後反而是用了一個很雷同的姿勢，我想的是有一個很大的笑容，很白的眼珠，希望他們變成是某個樣板化的企圖，經過了很多次拍攝之後，最後的成果又用一個燈箱的方式去呈現，就是跟消費或路牌有一個連結性，再來就是說這樣的影像基本上我們是很習慣透過光，就像我們看螢幕一樣，它是透過光的而不是一個很平面的輸出，去表達某一個時代的現狀，然後那天開幕的時候，很多朋友問我為什麼選擇網球，或者是在他們的姿勢裡面是不是透露著某些有趣的訊息，我們想像中的網球員其他他們有很多長相，就像現在很紅的英國之光，他長的也是一個書呆子的樣子，而且網球又是一個很紳士的活動，所以最後我選了這項運動，加上他們兩位同時握著同一支球拍，身體的結構跟運動這件事情，像剛萬仁所講的對決這件事情，其實可能某部份是一種男性的對決，也可以隱喻到男生的生殖器，是一種對決的狀態，所以這次的作品大多是從消費的想像而來的。
胡朝聖：
我覺得剛剛政達提到的這個部份，非常有趣就是，其實我們從廣告上面也可以閱讀，就是說我們對於西方形象的某種慾望的投射，或是價值的標準，從我們很多大眾流行文化裡面，都可以很清楚的不斷被彰顯出來，有一次我看一個房地產的廣告，裡面全部人都好像英國女皇從車子下來，旁邊站滿了服務員，那這些服務員全都是亞洲人，就會覺得說，到底這個背後它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為什麼在這樣的影像文化裡面，西方人扮演了一種主導或是一種威權、力量的象徵，從剛剛所提到的這個部份，其實突顯出了亞洲的流行文化在當代的環境當中，它所透露出的這些訊息似乎是以西方的標準作為一種馬首是瞻，那我們自已判斷的標準到底是什麼，我覺得這是從這件作品當中可以拿出來說的文化性的問題，那提到這個東西，我就想要問這三位，當然這跟你們的作品不見的有直接的關係，但我覺得也可以大家來聊聊，就是從剛剛我們在聊的過程當中，提到的全球化跟在地化的問題，其實運動在這個當代全球環境來講，它的整個設計遊戲規則，甚至運動的選擇，基本上都是被西方國家所壟斷的，所把持的，我們真的看不到奧運裡面有劍道、少林功夫，都沒有，我們在這國際競技場上，似乎也看到了西方國家在這上面所掌握的資源、權力
，那相對於非西方國家他們自己運動的在地化，其實很多的運動就像語言就像文化一樣，慢慢地消失了，擎耀先來講好了，你對於像這樣的事情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陳擎耀：
運動其實算是一種姿體語言的展現，先撇開作品不談，我覺得一開始從奧林匹克這種形式，基本上是西方的界定，我記得之前我看過一部日本劇，裡面有一段是講說，跑步這件事情到了日本是怎麼樣被接受的，因為跑步的姿勢對當時後的日本來說，是沒辦法接受也沒辦法想像的事情，當初西方人教他們跑步的時候，日本人跑步都是要抓著兩隻褲管跑步，從來沒有這種放開擺手的概念，所以我覺得很有趣，兩者的系統是完全不一樣的系統，當亞洲系統要進入到歐美系統時，必然要經過磨合，但所謂的標準目前還是以西方的界定為準，所以東方想要出頭的時候，就會產生像韓國那種狀況，最近韓國在奧運拿得獎牌比日本還多，你會發現他們拿的獎牌都很特殊，他們專門找西方國家不會參加的項目，比較冷門的比賽項目，好比像跆拳道就沒有人跟他們競爭，所以獎牌自然就會多很多出來，這很有趣啦，這也是當亞洲國家在西方國家所制定的規則之下，想要出頭的另外一種另類的方式。
胡朝聖：
我覺得運動真的在這樣的賽事裡面是高度政治化的一種形式，我們剛提到的就是說，東方文化的系統所產生出來的運動，我相信是跟我們認識自己身體的邏輯方式肯定是有關係的，來至於生活每一個細節，比方說常常講的天人合一、精氣神，這種可能對西方人來講很抽象的運動形式，在我們的文化系統跟價值裡面，進入到了西方人所制定的標準，其實我們被迫放棄，這樣子異化的身體，可以在許多的流行文化裡面發現，很明顯的案例，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韓國的偶像劇，劇中的男明星、女明星都練成了西方人身體的這種美感，這種美感我認為在過去的東方文化裡面，似乎是比較不容易看到的，因為我們對於身體的認知還是比較私密，比較不願意去透露出來，不太過於彰顯這種陽性的特質，相對於西方來講總覺得東方文化的陰柔特質，也可以從身體裡面很清楚的被展現出來，不知道政達怎麼來看這樣的部份，因為你剛提到一個很有趣的觀察，就是你對於這種大眾文化、西方文化裡面，我們對於西方人身體的投射，我們似乎想把自己變成西方人的價值標準，比方說大衛的雕像那樣子的身體，可是那跟我們很多身體的認知、美感的判斷其實是大大不同的，尤其西方人強調女性比較屬於豐胸、細腰、寬臀的這種美感經驗，但比方說以東方女性來講，女性的胸部或臀部過於彰顯的時候，似乎會覺得它是一種淫穢的象徵，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很有趣的文化上面的衝突，或是文化上面的價值判斷，政達你怎麼來看這個事情。
余政達：
我覺得應該是說，因為資訊的交流所帶來的一些潮流，對我來說其實韓國他就變成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他在發展他的流行文化的時候，他們是去參考某個西方系統的流行方法，去操作在亞洲變成一種他們希望營造出來的KPOP的形象，所以在裡面我們漸漸的改觀，就是說我們對身體的想像，或者是性別外在的想像這個是一種潮流，同時也讓我想到另外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像在大陸明星裡面蠻多是屬於中性的女生，所以說在這裡面又是另外一個身體、性別想像的另外一種方式，那我覺得身體的潮流的確有它的時代性，或者是可能有不同轉折的標準，然後這個標準我覺得也是蠻有趣的。
胡朝聖：
那時候我記得我有跟我一位朋友在聊，就是說韓國在這十年來流行文化的崛起，真的在台灣取代了過去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扮演的關鍵性的角色，你可以看到韓國所有流行文化的系統，他幾乎是將歐美的流行文化吸收消化之後，所創作出來屬於韓國自己的大眾流行文化，跟日本在當時過去三四十年來，日本戰後所創造出一種非常特殊的可愛流行文化，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那我覺得從身體這個部份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當中的消長，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藝人跟韓國藝人的呈現也是大大的不同，韓國充滿了性的張力，一種性感、慾望的表徵，而那個表徵其實跟西方人在表現他們身體，比方說美國有所謂的運動畫報，將運動員畫成一個商品，其實有某種程度上的連結或接近，那在日本就好像看不太到，東西方文化的融合似乎就在亞洲裡面，順水推舟的接收了過去日本所努力的成果，這是我個人所看到的一些現象，那回到萬仁，你自己過去是位運動員，那你對於運動跟文化之間，不管是全球化或在地化，以及運動員的身體被變成一種商品大量的被消費，在這種資本主義的系統裡面，其實是可以隨時被替換的，那你怎麼來看這件事情。
陳萬仁：
我們晚間的電視報導專門會有一個小時的體育新聞，這個時段的體育新聞比起其他時段的相對更有系統，非常有模式去報導今天全球體育發生了什麼事情，就是說我們的媒體對於運動報導比起平常我們所看到的那些日常報導，體育新聞相對的專業很多，我之前有看到一個專題，在討論說謝淑薇的國籍問題，其實在這個榮耀跟獎項的背後很容易的被渲染，不管是政治、文化各個部份開始被渲染出去，我相信永遠體育的焦點不是只是在對決本身，因為會影響到整個民族的情感，比如說民族英雄，王建民是台灣之光，像我們很期待盧彥勳、曾雅妮，我們已經有很多被指定出來的國民英雄，在全世界各地表現，那我之前看到大陸一篇報導，他說像大陸的劉翔、郭晶晶和田亮，他們大陸人只要把這你捧紅，像劉翔只有那一次的紀錄，他不可能再創造一次那樣的紀錄，可是光那一次，他讓全世界都知道他破了紀錄以後，然後他們就開始在統計劉翔背後的商機有多少，他變成了一個icon一個品牌，最後他們被關注的不再是運動本身，而是他們的形象如何產生周邊的效應，那像運動員的身體這件事情，我覺得職業運動涉及到商業模式這種跟藝術其實蠻雷同的，如果拿大聯盟來比喻好了，要運作這麼大的系統像大聯盟這樣，每年不知道有多大的商機，尤其像洋基隊，我舉一個例子，鈴木一朗一個人一年的薪水，就可以養台灣的四支職棒球隊，就是說要怎麼運轉這麼大的系統機器，讓每年都有這樣多的穩定的商機，其實分層制非常重要，我會去想說要怎麼去運轉一個機制把它擴大，將台灣藝術發展的情況也想像成是如此，但我們台灣沒有這麼明顯的分層，像畫廊也沒這麼明顯，但是紐約的畫廊就可能有分級，有些可能就是專門提供給新人或是剛畢業的藝術家，小規模小畫廊，但是你去那些大畫廊，你是看不到那些當代藝術的，都是在看藝術史，這樣的分層機制會讓整個運作更有力，反而我在台灣比較沒有看到這個部份，有效的被建立起來，可能藝術家的養成跟運動員的養成有點像，就是說你可能在一個時間點上突然被看見或是得到一個獎項，那你可能受邀參與一些展覽等等的，在這個背後只有你自己單打獨鬥，但像我剛講到曾雅妮、劉翔他們背後其實是有一大群人在幫忙他，要捧他起來，在培養這些運動員的背後其實是需要投入很多的金錢跟時間，而且還不一定會成功，我就在想說這種身體的消耗跟藝術家的消耗，某種程度上是有點類似的地方。
胡朝聖：
其實當時我在想這個展覽的時候，這個部份我其實也曾經去思考說，即便我把運動當成整個展覽上的美學形式來做串聯，可是其實在這兩個不同情況當中，隱約的可以看到資本主義怎麼樣去分門別類，在這個系統裡面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價值，或是當價值不在的時候便會被丟棄的可能性，這樣強大的資本主義，所以剛剛也提到就是說，在這個展覽當中有很大情感的投射，是來至於台灣做為一個國家長期以來一直被壓抑，沒有一種情感的出口可以宣洩，那我們也一直期待能夠重返國際舞台，曾經有過，但是那個曾經我覺得當然是不可逆反，照這個現實來看，這是我們台灣人集體的無力感，而那個無力感因為在國際的現實狀況底下，我這樣講好了，我去北京的經驗，你會覺得你在北京、上海或是香港的狀態，你都會覺得你跟世界是如次的接近，可是在台灣你覺得世界對你來講卻是有一定的距離，那個距離來至於台灣就像被膠囊所包覆的一個地方，產生了一種絕緣，但是台灣又想跟國際做連結，在這個政治現實狀況上的困境，我們用另外一種出口來達到情感上的投射，現在目前能看的就是在運動，過去我們講台灣是個科技島，可是這個科技島大部分還是屬於代工的情況，我們跟韓國這種競爭型的國家，相對來講在短短的十年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之間的落差，所以台灣在原本自以為傲的經濟產業當中，也看到了很大的危機感，而那個危機感無法去改變的時候，我們的焦躁不安在這個國家裡面，其實一直用各種方式展現出來，　我們看到台灣這幾年有那麼多的運動員，不管成功或失敗都牽動著我們當下的情緒，像今年的世界經典棒球賽，韓國沒有進決賽，我們開心的跟什麼一樣，就是說這是一種情感的投射，還有講到林書豪，林書豪從頭到尾都不是台灣人，他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道道地地的美國人，我們還一直說台灣之光，當時全國都瘋了每天各大報的頭版都是林書豪，也就是說這種政治的困境讓我們找到另外一種出口，那個出口從運動裡面我們有了很多情感的抒發，回到各國在談論運動的時候也有某種共同現象，就是跟地方政治或是運動政策有關的議題，我們之前跟幾個朋友在聊場管的事情，台灣有很多蚊子館，很多蚊子館都是政治人物為了要去承諾選民所蓋的，像台灣也是一樣希望爭取到國家世界級的運動賽事，去跟國際做連結，另一方面我們剛提到就是說，那個重返國際舞台的榮耀，即便那個榮耀對許多國家來講一點都不重要，可是你看我們只要辦一個活動，像之前辦的聽障奧運和高雄世大運，我們都覺得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可是這些運動老實講它也不是那麼高度的被國際關注，但卻被台灣高度的政治化，這個政治化背後除了政治現況的情感投射之外，另外一個部份也跟在地的政治結構有很大的關係，蓋了那麼多場館，其實全世界各國都一樣，我在做這場展覽前的兩三個禮拜，我才在CNN看到一則新聞就提到說，巴西他們花了很多的錢在蓋場館，但回到他們內政的問題，他們的醫療系統跟教育系統都出了很大的問題，非常多的人上街頭去抗議這件事情，那你或多或少可以想像等這些場館蓋完之後，地方的角力、國家政治人物等等這些人可能都得到了實質上的利益，最終那個館可能還是沒有人用，我們回到像北京鳥巢、高雄伊東豐雄所蓋的世運主場館不都是空在那邊嗎，這都是未來在運動所延伸出來的議題當中，可能都會遇到的問題，那我個人是認為與其這樣子，不如把這些錢省下來，大量的投資在運動員身上，我覺得台灣的外交文化，就像剛擎耀所提到的花大錢給那些國家，如果我們可以大量的支持這些台灣的文化工作者、運動員或是具有國家象徵的這些人，在他們的訓練、投資上面大量給予他們機會的時候，其實那就是一個最好的國民外交，我認為人家知道台灣，大部份都是藉由這些在各個角落不斷投入自己努力的這群人，我覺得可能在這上面會是比較具有積極性的思考，不知道在做三位有沒有想要去回應的，場館這個部份或是爭取國際賽事這方面。
陳擎耀：
我一直覺得在台灣或是中國大陸也是一樣，體育其實是被賦予太多的使命，王建明就是一個很標準的例子，大家都認為他非得要上大聯盟才行，可能運動員只是在做他自己喜歡的事情，沒想到就變成國家的icon，像萬仁講的例子，韓國也是一樣，其實基本上都是這樣，那也是有消費的層面和國族主義的東西，就像我的作品一樣，體操本來是一個強身健體的運動，但在亞洲卻變成好像軍國主義的控制，題外話一下，我這系列作品都有在台灣、日本、韓國展過，我看到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看的人不管是小朋友還是大人都會跟著做，其實當初國族主義控制了很多的部份。
胡朝聖：
那兩位有沒有想要延伸在聊的。
陳萬仁：
我想補充的就是，像我所有體育新聞都看，我知道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台灣的職籃SBL幾乎是沒有人在看的，職棒是因為今年世界經典賽才開始，等於是更多旅外的球員願意回來台灣打球，可是籃球這個部份就一直沒被改善，尤其是我們所有的看板球星最強的主力，其實全部都在大陸打球，現在台灣很多優秀的運動員都開始在流失了，這件事情一定是會越來越嚴重。
陳擎耀：
其實我覺得這種體育比賽，基本上應該是一個成果，而不是一個目的，也就是說是驗收你這個國家有沒有重視體育，這些東西都沒有，就要求你要去拿多少獎牌回來，這是不可能的嘛。
胡朝聖：
那回到藝術上面的問題就是說，這跟藝術教育也有某種共通點，其實在台灣很多基礎工程建設都沒有做好，也就是說比方台灣長期教育的問題，讓我們對於藝術教育的漠視，然後再來說台灣文化推廣或是台灣整體人民的素養好像不好，這個東西跟運動也是一樣，到底我們做這些事情最終的目標是什麼，比方運動來講，最基本的應該是健身，這對國家整個的生產力、競爭力是有正向的幫助，文化藝術也是一樣，對於整個國民生活水平、精神的提升也是有，但我們常常把這些結果高度的政治化、經濟化，就像運動、藝術一樣，我甚至覺得如果要提升整個國家運動、藝術的風氣的話，而不是把這些人死守在台灣，應該讓這些運動員或是文化工作者更多的機會，我們應該把台灣變成是一個在文化藝術、運動上面的一個平台，去建立起更多的可能性。
那我想其實這個展覽，運動對我來講還是一個有趣的點，因為這個點來至於最早我到印度看那個展的時候，這位藝術家給我的啟發，和台灣這幾年在整個國家裡面，運動似乎扮演著更多積極性、重要性的角色，而激發我去思考這個展覽，其實我更大的企圖心是希望能夠到美術館，做一個真正與奧林匹克有關的展覽，就是這些各式各樣的運動在藝術的空間裡面，其實藝術跟運動在某個程度來說，它們有些雷同性，可以去呼應到彼此的生存環境，或者是運動員、藝術家在面對自己的生涯規劃所面臨的真實狀況，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思的，而這樣的展覽我個人是非常開心，因為我從來沒看過別人有做這樣的展覽，我第一個做，再來就是我們的藝術家在參與這樣的計畫當中，也都用作品來豐富、呼應這個展覽的議題，兩位國外的藝術家，從他們的作品當中我們都可以約略的去跟運動和生活當中的對話關係，慢慢地清楚浮現出來，這個是在做這場展覽的時候我一直很期待的，也在做這展覽當中很多之前沒有想到的，都從這個展覽被挖掘出來，動見所建立的論述、價值跟層次都在這個展覽當中，開始被突顯出來，這是我非常開心的，我也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在美術館把這個展覽做的更大，讓展覽能夠更呼應到真實的生活現況。
